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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百年来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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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演变历程。笔者首先提出，

偶像崇拜在神灵性－世俗性、精英性－草根性、禁欲性－享乐性三个维度上存在着内在的对立关
系，并以此将偶像崇拜分为神灵性偶像崇拜、民俗性偶像崇拜、圣贤性偶像崇拜、娱乐性偶像崇拜和

草根性偶像崇拜五种类型。以这五种类型为基础，笔者提出，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经历了幼稚

多元化阶段、相对单一化阶段、绝对单一化阶段、探索多元化阶段和成熟多元化五个阶段。其结果

是偶像崇拜逐渐由幼稚多元化走向成熟多元化，由激进走向理性，由迷恋西方价值观走向确立独立

的价值观。最后，本文也总结了研究当前中国社会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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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意义

心理学认为，偶像崇拜是个人对其喜好人物的社会认同和情感依恋。弗洛伊德（Ｆｒｅｕｄ，１９２５）
认为偶像崇拜是青少年性发展的标准方向，因为青少年增强的欲望行动不能只指向父母及同辈人，

也需指向像偶像这类较远的人。弗络姆（Ｆｒｏｍｍ，１９６７）认为偶像崇拜是一种对幻想中杰出人物的依
恋，这种幻想常被过分地强化或理想化了。埃里克森（Ｅｒｉｋｓｏｎ，１９６８）将偶像崇拜理解为个体将儿
童时期对父母的养育式依恋转移到青少年时期对异性的浪漫式依恋的一种表现。

个体出生后，就开始了其社会化的过程。内地学者李海荣（１９９８）提出，人格的社会化大体经历
三个阶段：第一人格偶像崇拜阶段，第二人格偶像阶段以及独立人格阶段。对独立人格影响最直

接、最早、最深远的是第一人格偶像崇拜。宋兴川和金盛华（２００２：１－７）对于青少年偶像崇拜对于
青少年人格发展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阐述，他们认为第一人格偶像，即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双亲，

其心理和行为范式在学前期子女的心目形成了人格楷模。而到了青春期，青少年开始脱离父母的

限制，在追求和实现独立的社会性行为时，选择和确立新的偶像，新的偶像又称为第二人格偶像。

对于青少年的这种偶像崇拜行为，笔者认为它满足了青少年对于遥亲感（Ｒｅｍｏｔｅｉｎｔｉｍａｃｙ）的需求
（岳晓东，１９９９ｂ：２７－５１）。

就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变化而言，偶像崇拜可以是青少年自我确认的重要手段。青少年需要从

对不同杰出人物的认同和依恋中肯定自我的价值（Ｂｌｏｓ，１９６７；Ｊｏｓｓｅｌｓｏｎ，１９９１）。青少年从自我迷
茫和自我确认的拖延状态中走出来，时常需要经历一些冒险，也不接受任何说教和过早的自我确

认（Ｍａｒｃｉａ，１９８０）。在这当中，对一些成年或同龄的偶像认同可使青少年寻求更高的价值，并为其
进入成年角色做好准备（Ｅｒｉｋｓｏｎ，１９６４?１９６８）。

（二）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变迁

青少年偶像崇拜，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显示出一个时代的烙印。偶像崇拜的变迁，不仅反映出

人们思想行为的变化，也折射出社会时代的转变（岳晓东，１９９９ａ：１－９）。
所谓社会变迁就是指文化类型、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社会文化的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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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稳定性是相对的，而变迁才是社会常态，社会变迁体现出了社会发展演变的有机状态。由于宏观

的社会与微观的个体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对于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自然地形成了两种视角，分别

具有不同的研究意义：（１）以宏观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变迁为理论模型，演绎式地分析微观社会事
件和个体心理的变化原因；（２）以微观社会事件和个体心理的变化为素材，归纳式地反映社会其它
微观方面以及宏观整体的状态和规律。

由此，对于社会变迁与青少年心理的研究，也多在这两种视角下展开。第一种视角的研究可以

帮助研究者把握青少年心理发展变化的特点、影响因素、应对方式，从而更有效的提出干预策略。

第二类视角的研究则可以帮助研究者构建社会变迁的理论模型，从而更好的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文

化的趋势进行预测。

青少年偶像崇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与社会文化紧密相关。众多内地学者都曾关注过青

少年偶像崇拜的变迁（周国文，２００２：２６－２９；岳晓东、严飞，２００７：１－８；李茂，２００７：２６－２８）。本文将
选取第二种视角，对不同时代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进行述评，并试图从其内部特性的联系和变化出

发，归纳青少年偶像崇拜变迁的模式。

二、中国大陆偶像崇拜变迁的历程

（一）概述

中国社会从来就不缺少偶像崇拜。在“五四”之前，是对孔子等儒家文化代表人物的圣人崇拜，

也有对苏东坡、韩愈等文学代表人物的文人崇拜。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崇拜，即以对伟大人物的人

格、道德与学问等的修养所产生的权威慑服后代的崇拜，当然其中不免有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所造成

的盲目崇拜甚至迷信神化的成份。随着认识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人的理性力量逐步被现实证实，理

性征服了自然力，人类不靠神灵和权威，只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就能创造出一个光辉的现实世界，

于是，宗教崇拜与圣人崇拜发展到理性崇拜。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偶像仍然代表着统治的权威。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打破

偶像，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潮流。宗教崇拜以及宗教式的圣人崇拜被质疑和推翻，但新的偶像并

没有树立起来。直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种偶像崇拜文化的缺失才得到了改善。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中国大陆的新偶像开始注重草根性和相对性，然而很快地这些草根出身
的人物被政治宣传精英化，其代表如董存瑞、雷锋、王进喜① 等人，这一现象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国

民偶像崇拜文化的不成熟。在这四五十年中，从社会道德的楷模到个人爱慕的对象，从学习其精神

到模仿其造型，从全民崇拜到一盘散沙，偶像从神坛跌落到了人间，也在某种意义上从精神落实到

了实际。但无论如何，偶像都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广为人知，并成为许多人效仿的对象，他们的某

种特质曾经或正在影响着这个社会的无数人，人们以疯狂或理性的方式喜爱、学习、怀念他们。偶

像伴随着一代代的人成长，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雷锋、陈景润②、邓丽君③，到８０年代的张海迪④、
北岛⑤、三毛⑥ ……这些名字已经成为不同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回顾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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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三毛（１９４３～１９９１），原名、又名陈平，中国台湾著名女作家，著有《撒哈拉的故事》、《滚滚红尘》等。

北岛（１９４９～），原名赵振开，中国著名诗人。著有诗集《北岛诗选》、《太阳城札记》、《北岛与顾城诗选》，中
短篇小说集《波动》，译著诗集《现代北欧诗选》，散文集《失败之书》、《时间的玫瑰》。

张海迪（１９５５～），五岁时因患脊髓血管瘤，高位截瘫。以顽强的意志克服疾病，自学医术并进行文学创作，
被称为“八十年代新雷锋”和“当代保尔”。

邓丽君（１９５３～１９９５），本名邓丽筠，２０世纪后半叶最富盛名的华语和日语女歌手之一，曾以柔情歌曲风靡
华人世界。

陈景润（１９３３～１９９６），中国著名数学家，长期致力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
王进喜（１９２３～１９７０）外号“铁人”，大庆油田建设过程中的劳动模范。



偶像的变迁，我们能够看到其中所折射的时代文化的巨大变化。

下面将详细论述自２０世纪初以来，中国大陆的偶像崇拜的变迁。

（二）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变迁的讨论方法

偶像崇拜的三个特性维度和五种主要类型。根据多年的研究，笔者在此提出偶像崇拜在神灵

性（ｍｙｓｔｉｃｉｓｍ）－－世俗性（ｍｕｎｄａｎｉｓｍ）、精英性（ｅｌｉｔｉｓｍ）－－草根性（ｃｏｍｍｏｎｅｒｉｓｍ）、禁欲性（ａｓｃｅｔｉｃｉｓｍ）
－－享乐性（ｈｅｄｏｎｉｓｍ）这三个维度上存在着内在的对立关系，构成了偶像崇拜内涵的正六边形模型
（岳晓东、梁潇，２００９：５３－５９）。通过三个维度———六种特性的划分，笔者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大陆青
少年偶像崇拜的五种类型，即：宗教性偶像崇拜（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ｉｄｏｌａｔｒｙ），民俗性偶像崇拜（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ｏｌａ
ｔｒｙ），圣贤性偶像崇拜（Ｓａｇｅ?Ｌｕｍｉｎａｒｙｉｄｏｌａｔｒｙ），娱乐性偶像（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ｏｌａｔｒｙ），草根性偶像崇拜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ｉｄｏｌａｔｒｙ）。这五种不同类型的偶像崇拜在六种内在特性上既有互相重叠和依赖的部分，
同时又各具特点（岳晓东、梁潇，２００９：５３－５９）。

以往对于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变迁的研究有着明显的同质化，即单纯的描述每个时代偶

像崇拜的主要对象，而对其内在联系和演变规律鲜有论述。本文所归纳的五种偶像崇拜类型在中

国近百年的历史中，于不同年代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同时由于五个类型之间存在三个维

度的内在联系，使得长时间跨度下的偶像崇拜的变迁能够获得整体性的审视。

本文即以五种偶像崇拜类型在中国大陆的不同历史时期中的消长变化为核心，以述评方式对

２０世纪初至２１世纪初的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趋势进行了讨论。

（三）中国大陆偶像崇拜变迁的具体分段

１民国时期（１９１１年－１９４９年）：幼稚多元化崇拜阶段
幼稚多元化崇拜阶段（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指的是偶像崇拜对象的选择有多元化发展

的趋势，但是偶像崇拜的总量低、强度弱，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会文化。民国时期的偶像崇拜所呈现

的正是这一特点。１９１１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但是，思想解
放的运动在数千年的封建传统之下，面临着极大的阻力。当时中国人的偶像崇拜仍然以宗教性偶

像崇拜和圣贤性偶像崇拜为主。在独尊儒术的封建社会格局下，人的偶像追求也仍然是自我的圣

化，即通过自我修养和完善，成为圣人、贤人、君子、仁人（周永生，１９９４：１０－１５）。在这一追求过程
中，圣贤性偶像就成为了被模仿的对象。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及其文化价值的渗透，中国人的偶像崇拜价值出现了根本性的动摇。西

方社会的民主、人权思想也启蒙了一批中国的文化精英。如在 １９１８年 ８月 １５日，陈独秀在《新青
年》第五卷第三号上发表《偶像破坏论》，文章谈到“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

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

像，都应该破坏！”与此同时，李大钊也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号召青年人解放思想，破除偶像崇拜，

“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路径，创造一种新生活。”随之而来的正是一场以“五

四运动”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运动的核心之一即是推翻偶像崇拜，即当时社会中处于主流的宗教

性偶像崇拜和圣贤性偶像崇拜。从１９１５年９月到１９２１年间，《新青年》杂志展开了批判孔子思想和
孔教的攻势。以陈独秀、吴虞代表的此一反传统举动，被称为是一场对“儒学的歼灭战”（孙玉石，

１９９９：３０－３６）。
由此，笔者将这一时期的偶像崇拜归纳为“幼稚型多元化”。可以说，过度集中的圣贤性偶像崇

拜的推翻，给偶像崇拜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比如，在这一时期，娱乐性偶像崇拜和民

俗性偶像崇拜均有一定的兴起，京剧名伶与思想大师等都受到大批不同阶层国民的追捧。例如，内

地学者周永生（１９９４）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英雄们思想意识观念的多重性及不一致性，造就了五
四先驱者及后人的多重英雄群体和个体。”内地学者钱理群（１９９４：１０－１５）也指出：“五四的先驱者奉
行的是‘兼收并蓄’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价值正是在于它所提供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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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时期偶像崇拜的多元化也是幼稚而脆弱的，对某种形式的偶像崇拜不加区别的批判

导致了偶像崇拜文化总体上的疲软。对新文化运动报以反思态度的学者认为“五四运动”的缺点：

“一是在批判传统时，缺乏公正与同情，忽视作家和民族传统的良好方面；二是对于新观念过于轻

信，而又不免混乱模糊；三是他们对于复杂问题过于性急。”也有学者认为：“五四的错误，不在反传

统，而在于它未能建立起接受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即是有破而无立”（赵春日易，１９８９：９３－９６）。
依笔者之见，由于新文化运动对于偶像崇拜的态度激进，并未对偶像崇拜的积极与消极方面进

行区分，导致偶像崇拜受到了过分的破坏和打压，而积极的多元的偶像崇拜并未得到良好的发展。

这一问题的形成与民国时期动荡的局势有关，同时也被当时社会文化的混乱局面所掩盖，使得问题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逐渐显现出来。

图１ 民国时期———幼稚多元化崇拜模式图

２过渡重建时期（１９４９年－１９６６年）：相对单一化偶像崇拜阶段
相对单一化崇拜阶段（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指的是倡导偶像崇拜的多元化是社会的主流意

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多元化逐渐产生了转向单一化的某种退行性改变的趋势。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受到民国时期砸烂偶像思想的影响，偶像崇拜从意识上到行为上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了偶像崇拜的鼓励和引导。鉴于当

时的历史环境，中国大陆建立了一套高度政治化、组织化的社会运行机制。随着建设社会主义中华

人民共和国思想的不断宣传，偶像崇拜的对象受到政治宣传影响的专一性开始显现，偶像崇拜的对

象主要以政治宣传为主，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中各行业的杰出人物，如焦裕禄①、雷锋、王进喜

等等。他们与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杨靖宇②、董存瑞，朝鲜战场上的黄继光③ 等组成了一个甘于自

我牺牲，具有突出奉献精神的新时代英雄群体。作为偶像人物，他们都具有禁欲性、世俗性的特点，

并且被强大的政治宣传精英化。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号召的偶像年代。艰苦朴素、舍己为人、

自力更生、献身国家是这一时期偶像的共同特征，突出反映了中国早期建设者的共同优秀品质。他

们身上无私奉献、为国家牺牲小我、艰苦奋斗的精神感动了几代人，成为几代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并

成为那个历史时代的标志。这个时期也是圣贤性偶像的“黄金时代”，每一个偶像的出现都会造成

全民性的影响，其普及程度是后来的偶像们所不能企及的。它的盛况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人民

都在“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的感召下投身国家建设的洪流，年轻人都以研读《雷锋日记》、《钢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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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黄继光（１９３０年～１９５２），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烈士。

杨靖宇（１９０５～１９４０），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英雄，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
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焦裕禄（１９２２～１９６４），曾任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以无私奉献的苦干精神成为中国基层干部的楷模。



怎样炼成的》为豪。而对于这些偶像的崇拜，都可称之为英雄崇拜或榜样崇拜（岳晓东，１９９９ａ）。

图２ 过渡和建设时期———相对性单一化崇拜模式图

３“文革”时期（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６年）：绝对单一化崇拜阶段
绝对单一化崇拜阶段（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指的是文革时期中国大陆偶像崇拜高度地集

中于圣贤性偶像，可以说是一种向封建思想的退行性变化。同时，退行导致的幼稚化使得这种单一

的偶像崇拜极为脆弱，经常要依赖于个人崇拜的形式来维系，一旦个人崇拜的热潮退去，对圣贤偶

像的质疑随之而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无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经历了缺乏经验的探索阶段。同样的，

偶像崇拜的发展也经历了被政府高度引导的时期。到六十年代中后期，由政治宣传为信息传播途

径的偶像崇拜呈现出高度的专一性，偶像崇拜的对象高度集中于对创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政治

精英，他们被奉为救世主，成为这一时期的圣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时期的圣贤性偶像崇拜是

偶像崇拜低水平发展背景下的历史倒退。

正如关注“毛泽东崇拜”现象的内地学者何宇宏所言：“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的产生是由于中国

民众对‘圣贤天子’、‘青天老爷’向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偏爱和期待。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

星’，是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①，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的”（何宇红，１９９４：１０５－
１１１）。毛泽东以其巨大的个人魅力和卓著功勋赢得了极端的权威，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
把他当作圣人来敬奉和歌颂。这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人的心理和人格尚未形成，并渴望得到成人

的认同，也容易受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由此，他们不仅具有浪漫情怀而且更渴望献身正义，充满

激情却又极易走向极端，有独立反叛的倾向又极易模仿和盲从冲动。因此，由于偶像崇拜信息的单

一性，当时的青少年只能够以少数政治人物填补人格成长过程中的空虚。

４改革开放二十年（１９７９年－１９９９年）：探索型多元化崇拜阶段
探索型多元化崇拜阶段（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ｖ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指的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偶像崇拜一方

面以多元化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一方面又因为经验不足而容易误入歧途，这种多元化模式有很大的

发展潜力但不够稳定。进入八十年代后，中国大陆偶像崇拜开始呈现多元化，其突出表现为三个方

面：民俗性偶像崇拜与圣贤性偶像崇拜的保留；娱乐性偶像崇拜的兴盛；宗教性偶像崇拜的复苏

（Ｙｕｅ＆Ｃｈｅｕｎｇ，２０００：９１－９８）。七十年代末期，文革宣告结束，高度集中的圣贤性偶像崇拜再一次
被打倒，偶像崇拜再一次陷入真空期。但是与建国初期不同的是，改革开放思想弱化了政府对于偶

像崇拜的引导，偶像崇拜对象的选择实现了初步的自由化。

从八十年代起到九十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开放和国门的慢慢打开，社会元素由同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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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座大山：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革命对象，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好比三座大

山，沉重地压在旧中国人民的头上。



图３ 文革时———绝对性单一化崇拜模式图

一性向异质多样性转型，人们对偶像的选择也由过去的被动接受向自主追求转变。这一时期每个

偶像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往往是“各领风骚两三年”，变换非常迅速。内地学者宋兴川所引用的数

据显示，１９８２年中学生最崇拜的人物是马克思①、毛泽东和周恩来；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８年，中学生的崇
拜偶像变成福尔摩斯②、爱因斯坦③、超人、林肯④、里根⑤、００７⑥、武则天⑦、刘晓庆⑧、贝利⑨ 等；１９９１
年，偶像名单里出现了谭咏麟瑏瑠 等港台歌星、席慕荣瑏瑡 等港台作家（宋兴川、金盛华，２００２）。

八十年代的“偶像”概念较文革时期变得更加宽泛：它打破了单一的圣贤性偶像崇拜，也越出了

传统学习型偶像的范围，增加了爱慕型的偶像。还有一种说法是，过去的英雄人物是生产型偶像，

而现在出现了消费型的偶像———娱乐明星。另外一个特征是，偶像的作用不再像昔日那样一呼百

应，全民崇拜。从这一时期开始，偶像已经走向多元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娱乐性偶像崇拜开始在中国大陆风行一时，三星崇拜成为了这一时期偶像

崇拜的核心（岳晓东、严飞，２００７：１－８）。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之后，世俗化、大众化的文化消
费取代了过去有思想深度的文化形式。这一时期的偶像主要是来自港台的娱乐明星，而广播、电视

等传媒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种趋向则是对实用型偶像的崇拜。在实

用主义泛滥的九十年代，说自己崇拜比尔·盖茨的人比比皆是。对于成功、财富的向往使一大批知

识英雄、企业家成为青年的新偶像，而对他们的崇拜，可统称为杰出人物崇拜（岳晓东、张宙桥，

２００２：１３３－１４５）。
５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０年－今）：成熟多元化崇拜阶段

成熟型多元化崇拜阶段（ｍａｔｕｒ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用以描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偶像崇拜，
表示其多元化发展已经开始进入理性的、稳定的阶段，具有着向理想型的成熟和完善状态发展的良

好趋势。进入２０００年以后，随着科技的不断发达，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以及播客、博客的流行，整个
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流行文化的发展已经由以前那种从上到下的传播方向被颠覆成了更加发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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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席慕容（１９４３～），中国台湾著名女诗人、散文家、画家。代表作有《一个开花的树》、《七里香》等。
谭咏麟（１９５０～），中国香港著名歌星。
贝利（ＥｄｓｏｎＡｒａｎｔｅｓｄｏＮａｓｃｉｍｅｎｔｏ，１９４０～），巴西著名足球运动员，被誉为世界“球王”。
刘晓庆（１９５１～），中国著名影视女演员。
武则天（６２４～７０５），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国号大周。
００７：英国系列电影中的英雄人物。
里根 （ＲｏｎａｌｄＷｉｌｓｏｎＲｅａｇａｎ，１９１１～２００４），美国第四十任总统。
林肯（ＡｂｒａｈａｍＬｉｎｃｏｌｎ，１８０９～１８６５），美国政治家，第十六任总统，也是首位共和党籍总统。
爱因斯坦（Ａｌｂｅｒｔ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７９～１９５５），著名的德裔美国科学家，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福尔摩斯：夏洛克·福尔摩斯是英国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所创造出的侦探人物。

马克思（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１８１８～１８８３），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图４ 改革开放时期———探索型多元化崇拜模式图

模式，人类的偶像崇拜也因此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偶像崇拜越来越成为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物，也

越来越变得情绪化、平民化和生活化，偶像崇拜的现代形式，更加凸显出多元化和个体化。内地学

者周国文指出，在现代青少年的社会生活中英雄榜样的地位逐渐弱化，明星偶像的作用凸现出来，

单一化的榜样已经让位于多元化的偶像，并且更多地体现出了一种自由的意志。意识形态不可能

再像以往那样以一种强迫的方式逼使大众接受，只能在竞争中通过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征服大

众。过去意识形态的压力在当今社会已经通过大众文化逐步化解最终成为个人的事情（周国文，

２００２：２６－２９）。内地学者２００６年对中学生偶像崇拜的调查显示，这一时期青少年偶像选择的顺序
为：明星、超女、杰出人物、政治人物、父母、自己、媒介及 ＩＴ从业人员、虚拟人物、亲属、老师、其他和
同学（章洁等，２００６：２６－２７）。笔者认为，其中出现的超女、自己、以及虚拟人物代表了网络传媒影响
下的以个体意识觉醒和主动参与为特征的偶像崇拜新类型，即草根性偶像崇拜，非常值得注意。

在“草根文化”兴起的时代，２００５年夏天席卷全中国并且入选２００５年度中国流行文化十大关键
词的“超级女声”节目将平民偶像崇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超级女声”节目是中国湖南卫视主办的

大众歌手选秀赛。在网络、电视、手机等媒介的推动下，凭借着“想唱就唱，唱的精彩”的口号，超级

女声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种符号象征，代表着一种时尚潮流，喜欢追赶时髦的青少年甚至中老年人

不约而同一哄而上，使超级女声成为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一大现象。在“超女崇拜”中，普通百姓可以

选择崇拜，也可以不崇拜，甚至可以对这类崇拜提出批评；他们还可以今天崇拜某一个对象，改日转

而崇拜其他对象，不管他们的选择如何，都不会受到强制性的束缚。

另一方面，除了对成功的聚焦以外，因网络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和深入而迅速蹿红的一批“另

类偶像”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芙蓉姐姐①、孔庆祥② 等成为这类偶像的代表人物。几乎每一

个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明星梦，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明星梦得以通过“自助”的方式来完成，从而让

“人人都能成为偶像”的说法在理论上变得可能。这其中的佼佼者通过网络和电视等媒体的推动，

完成了一场麻雀变凤凰的神话。同时，其他类型的偶像崇拜也在二十一世纪获得了发展。传统文

化中的圣贤重新得到了尊重；“三星”崇拜依然兴盛但趋于理性；宗教自由的政策给予了宗教性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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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孔庆祥（１９８２～），美籍华裔，在２００４年美国选秀节目《美国偶像》唱ＲｉｃｋｙＭａｒｔｉｎ名曲《ＳｈｅＢａｎｇｓ》被评判说不
能唱、不能跳舞。他响应自己已经尽力而无悔，由此成名。

芙蓉姐姐（１９７７～），原名不详，由于其经常在网上贴自己的照片，造型另类夸张，成为了网络上人气火爆的
红人，被称呼为芙蓉姐姐。



崇拜以拓展的空间；大学教授这一象牙塔中的文化精英群体也走入大众视野，易中天①、于丹② 等

学者也拥有了大批“粉丝”。

图５ 二十一世纪———成熟型多元化崇拜模式图

三、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整体趋势

综上所述，偶像崇拜在中国百年来历史上的变迁，总体上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偶像崇拜的对

象范围在扩展；第二，偶像崇拜对象的构成模式趋向平衡稳定。具体而言，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

拜呈现出三种趋势：（１）由幼稚多元化走向成熟多元化；（２）由激进走向理性；（３）由迷恋西方价值观
走向确立独立的价值观。

（１）由幼稚多元化走向成熟多元化
以往关于青少年偶像崇拜变迁的研究，多着眼于文革到改革开放这一历史阶段。其间，青少年

偶像崇拜显示出明显的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内地学者曾经对此进行过详细的阐述（罗

丽榕，２００７），印证了笔者对于绝对单一化偶像崇拜到探索型多元化偶像崇拜的论述。而通过对于
近一百年来这一更长的历史跨度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青少年偶像崇拜实际上有过多元化的

阶段，其总体趋势是幼稚型多元———单一化倒退———多元化探索———成熟型多元的螺旋式发展。

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变迁反映出我国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对此，内地学者曾经给予了

较多关注。社会文化的单一化固然是受到广泛的否定，例如“文革”时期，社会的主文化是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而亚文化受到了压抑、遭致弱化和排斥（罗丽榕，２００７：１２４－１２６）。而对于探索期的多
元化偶像崇拜，诸多研究者也抱有审慎的态度。有内地学者认为精英主义者会担心流行文化，特别

是“明星崇拜”的价值观会导致社会文化走向低俗（罗丽榕，２００７）。也有内地学者认为，统一化的榜
样让位于多元化的偶像，会令“偶像越来越变得无序化，多样化的选择使现代青年健康价值观的确

立更为困难”（周国文，２００２：２６－２９）。
而通过对二十一世纪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观察，我们可以注意到草根型偶像崇拜的崛起，以及

多种类型偶像崇拜的均衡发展。由此，笔者认为，中国社会文化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对于向多元化方

向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探索和反思，越来越有着稳定和成熟的认识，而并非走回混乱的原点。

（２）由激进走向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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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于丹（１９６５～），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因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
坛》栏目讲授“《论语》心得”而闻名。

易中天（１９４７～），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２００５年起
开始在ＣＣＴＶ－１０《百家讲坛》节目里讲解三国历史。



从民国时期直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圣贤性偶像所代表的权威力量始终压抑着民众自主意

识的表达，而民俗性偶像也在强大的政治宣传背景下成为圣贤性偶像的附庸。因而，在很长一段历史

时期内，中国大陆偶像崇拜始终缺乏理性，无论是树立还是打倒，都带有强烈的激进性与盲目性。

八十年代是一个复苏的时代，青年们回到城市，从头开始，他们需要奋斗精神的鼓舞。传统的

圣贤性偶像和民俗性偶像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质疑，而平民中的社会道德楷模，如身残志坚的张海

迪、救火牺牲的少年英雄赖宁，以他们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继续成为大众景仰和学习的对象。此

外，在体育界，中国女排以五连冠为中国人找回了自信和骄傲，成为万众仰慕的焦点；在文学界，顾

城、北岛、舒婷等诗人以及来自港台的金庸、琼瑶 成为青少年热切追逐的目标。港台娱乐明星也在

这一时期大量涌入内地，使国人形成了早期的明星崇拜。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日，３５周年国庆首都群众
游行时，北京大学游行队伍行进中突然展开一条“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一举动也象征着政治偶像走

下了神坛，成为大众可以亲近的对象。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一方面，草根性偶像崇拜的崛起展现出了中国民众自我意识的苏醒。对平

民偶像和另类偶像的崇拜表达了民众反精英、反智慧、反美学的追求平等自由的思想。在这场草根

阶层的文化盛宴中，真正主导的是平民大众 。这表明在偶像崇拜中，更加迁就个人经验的文化已

经上升为一种新的文化主导要素。中学生开始有意识地从“近处”、“身边”寻找模仿源，表现出强烈

的主体意识和理性化倾向（闵丽，２００３：９－１４）。
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开始向传统概念中的圣贤偶像表达了平等的和亲密的感情，表现出了理性

和自信的姿态。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９日，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打出了“胡哥加油”的标语问候国家主席胡锦
涛。２００９年２月２日，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向温家宝总理展示了“我爱宝宝”的条幅。偶像崇拜走向
现实化、理性化、相对化，标志着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成熟。

（３）由迷恋西方价值观走向确立独立的价值观
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推翻了传统偶像崇拜。但是，文化精英主导的社会文化存在着诸多的问

题，从西方照搬的新文化缺乏广大民众的接纳和支持，幼稚型多元偶像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

当时中国人在民族文化上的迷茫。

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文革结束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大陆强调意识形态的差异，一味抵制西方思想

文化。在偶像崇拜上，青少年一方面对于港、台与西方的歌星、影星、政界名人怀有浓厚的兴趣，另

一方面却又怀疑这些偶像的存在价值。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青年的偶像崇拜文化重新开始探索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与民国时期的单

向性接纳不同，此时开始的真正的开放具有双向性的内涵，即一方面引入西方的思想观念，另一方

面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向世界输出。对中国传统的民俗性偶像和圣人崇拜的复兴，展现了开

放带给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近年来，祭祀孔子、妈祖等活动不但吸引了广大海外华人，也开始受到

西方人的关注。中国大陆的青少年在偶像崇拜上的参与度不断增强，体现了独特的价值。以“超级

女声”为代表的大众化选秀活动为例，其所反映出的草根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受到西方媒体的热切

关注。

四、结语

本文通过回顾百年来中国大陆偶像崇拜的变迁，以笔者曾经提出的五种偶像崇拜类型的消长

为内在线索，归纳了中国青少年偶像崇拜“螺旋式的多元化发展，理性化进步以及价值观的本土化

与自主化”的三大趋势。值得提出的是，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仅为基于有限历史资料的定性式推

论，仍需要日后更加严密的实证研究的支持。

从社会变迁过程的某一个侧面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结构体系中的所有要素，都以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具体地、历史地表现社会变迁，使社会变迁成为相互作用的结果”（黄陵东，

２００３：７４－７８）。过去的一百年，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中，经历了一系列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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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剧变。在这一系列剧变之中，青少年是最具活力、最为敏感的群体，是社会文化趋势的最灵

敏的指示剂。因此，研究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变迁，即可以从一个侧面把握这一群体的思想状况

和精神世界，进而则可以看出其中所折射出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变化，从某种程度上

把握过往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未来社会的走向（张大均、吴明霞，２００４：２７－３１；罗丽榕，２００７）。
总而言之，当代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变迁仍然存在令人担忧的部分。有内地学者认为：“它一开

始就受到西方文化的诱导，直到现在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对西方青年文化的模仿、跟风现象，有中

国特色的青年文化还在形成之中”（李茂，２００７：２６－２８）。也有内地学者认为，当代青少年偶像崇拜
反映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可能造成社会文化的失序（周国文，２００２：２６－２９）。然而，笔者认为，我
们不妨以谨慎的乐观预测中国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未来，一个日趋稳定和均衡的偶像崇拜模式理应

带来更加积极而理性的青少年偶像崇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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